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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塞泽尔的诗歌创作围绕着“黑人性”展开，阐述其思想是他诗歌的内容，以此实现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回归是他创作的目的。在诗学上，他追随波德莱尔、兰波，从“恶”中挖掘美，以“我”来表现更为强大的“另一个”。表现手法上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诗句不连贯，甚至没有逻辑，然而在非洲达姆鼓的节奏下，记忆再现、直抒胸臆、内心暗示、诡秘意象，似乎一切都缘于生命的原始律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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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1913-2008）担任马提尼克首府法兰西堡市市长 56 年，担任法国国会议员48 年，但他不是以政治领袖，而是作为“黑人性”思想的奠基人和 20 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影响他的时代。米兰·昆德拉称塞泽尔“是伟大的创始者：马提尼克政治的创始者，[……]马提尼克文学的创始者，他的《还乡笔记》是马提尼克的基石，就像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之于波兰，或是裴多菲的诗之于匈牙利。”[1](P150)借他诞辰100年之际，对他诗歌艺术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黑人性
在塞泽尔的墓碑上刻着诗人生前从自己的诗歌《泻湖的日历》中选取的诗句：

环境的或历史的压力

过分地增大了我的苦难

即便压力使我的某些作品变得奢华[2](P9)
作为社会名流，塞泽尔一生享有许多殊荣，但他深切体会到一个真正的诗人的痛苦，尤其作为黑人诗人，其痛苦是双重的：在殖民统治下“环境的或历史的压力”与生俱来，而当他跟兰波一样选择诗歌作为“改变生活”的手段的时候，这种压力又增添了他作为诗人的痛苦。
塞泽尔1913年生于马提尼克岛北部的一个小镇，家庭人口众多，祖父是教师，父亲为税务官，经济和社会地位均属于小资产阶级阶层。但在以甘蔗为主要农作物的家乡，殖民统治和奴隶的悲惨境遇已成为集体记忆，并深深地烙在塞泽尔幼小的心灵。塞泽尔自幼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中学即被保送到巴黎路易大帝中学就读。进入大学以后，通过与非洲青年学生的接触，尤其是结识了桑戈尔以后，塞泽尔发现，黑人的身份使他们这些来自加勒比和非洲的青年学子感到身心压抑。苦难的记忆、聪慧的天资、敏感的性格造就了诗人塞泽尔。本民族的根在哪，殖民地的文化是否被异化，黑人的文化价值如何体现，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孕育了“黑人性”（négritude）思想，塞泽尔的文学创作也从提倡“黑人性”开始。
“黑人性”，汉语又译为“黑人学”、“黑人精神”，由塞泽尔在1939年发表的长篇散文诗《还乡笔记》（以下简称《还乡》）中第一次提出，négritude这个词也由他根据nègre创造而来。nègre原是一个贬义词，意为“黑鬼”、“黑奴”，是殖民统治者对黑人的蔑称。这种构词法本身耐人寻味，虽然殖民统治已经被推翻，但是黑人可能依然处在“鬼”和“奴”的地位，或还生活在“鬼”和“奴”的阴影中。由于长期的殖民统治，黑人文化已经被世界强势文化挤向社会的边缘，沦落为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给黑人文化带来的危机，塞泽尔认为拯救的第一步是寻找并确认本民族的文化身份，他说：“黑人性简单地说就是承认自己是黑人，接受这个事实，接受我们命中注定是黑人的事实，接受我们的历史和文化。”[3](P58)因而确认自己的身份是《还乡》的重要主题之一：

那些人既没有发明火药也没有发明指南针

那些人从来不会摆弄蒸汽机也不懂电

那些人既没有开发海洋也没有征服天空

可没有了他们大地就不是今天这个隆胸驼背的大地

而比起那一片荒芜的大地

这个隆胸驼背者胜过百倍[4](P40)
在对自己身份的确认过程中，诗人认为第一要否定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强权政治按照他们的价值体系强加给黑人的定位，不以发明创造和高科技作为价值的衡量标准。在强权的价值观中，他们没有发明，没有创造，但是他们没有为建立一个帝国而去霸占他国领土、奴役其他民族，因此他们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第二否定黑色的本质存在，不接受根据肤色深浅决定人社会地位的法则。为此，塞泽尔将“我现在是黑人，而且永远是黑人”[5](P8)作为与世界交往的名片，将黑色作为在世界整体文化价值体系中实现自我价值认同的坐标。在思考本民族身份认同的时候，塞泽尔主张在批判殖民主义的同时，承认自身的“隆胸驼背”，然后从“鬼”和“奴”的地位上崛起，以获得属于自己的尊严。因此萨特将“黑人性”定义为“黑人的否定之否定” [6](P69)。
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塞泽尔赞同人类文化受自然环境、人文要素等各种因素制约的观点，认为每一种类都是独特的，都有其自足的身份认同符号和民族标识。在下面这一节诗中，除了“没有任何发明”以外，塞泽尔进一步以“凯尔斯特拉大树”作为黑人民族的身份认同符号和民族标识：
我的黑人性不是一枚石子，它的失聪是对白天嘈杂的反抗

我的黑人性不是地球那只瞎眼上的死水眼翳

我的黑人性不是一座塔也不是一座大教堂

她潜入大地的红色肉体

她钻进上天的火热身躯

她发现自己的正当要求艰涩而令人惆怅

哎呀呀！皇家凯尔斯特拉大树！

哎呀呀！那些从未有任何发明的人[4](P47)
在三个“不是”之后，诗人将叙述由横向的转为纵向，“黑人性”先潜入大地，后又升上天空，使世界上与下、白与黑紧密相连，这样世界便由“石子”“死水”转为“火热”“身躯”，由“失聪”变成“哎呀呀”的一片欢呼声。这实际上是诗人对世界文化多元性的一种阐释，而“凯尔斯特拉大树”是其中的一元。凯尔斯特拉大树不是安的列斯群岛原有的树种，它来自于非洲萨王纳草原，正如黑人的祖先源自非洲大陆。这种树通常矗立于村头，村里如遇大事便在树下商议，因此它是黑人文化本源的象征。这个意象从另一个方面颠覆了强权的价值体系，议事为什么非得在“祠堂”或“教堂”呢，在黑人的世界里，“凯尔斯特拉大树”下才是他们的议事场所。另外，原文中的“哎呀呀”（Eia）是一个表示赞赏的希腊语感叹词，这种古老语言的运用很快使人产生联想：“凯尔斯特拉大树”与古希腊在文化价值上是等同的，因此应该得到认可并值得赞赏，“从未有任何发明的人”与其它“有所发明”的民族共同构筑了人类的文明，“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可能拥有美、智慧、力量的全部特点”。[4](P57)从这个意义出发，诗人提出黑人性是要赎回属于他们的文化表达方式，那是他们长期以来最深刻、最真实思想意识的体现。在这首诗的后面，诗人赞美“羚羊和星辰”重归于好，血液一直连到太阳系，黑人世界与大自然亲密相连，和睦相处。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也应如此，只有承认并接受文化的多元性，人类文明方可达到理想状态，才能不至于使“正当要求”变得“艰涩而令人惆怅”。
诗人提出多种身份认同的符号和民族标识，目的在于以“黑人性”打破“鬼”和“奴”阴影下的集体沉默，提高本民族的文化自信心。然而“黑人性”不是一个政治纲领，而是一个文化范畴，它超越世界上一切种族和党派，是一种积极而具体的人文主义思想。桑戈尔认为，黑人性就是“黑人非洲的整体文化价值观”，是黑人关于经济、 政治、 思想、 道德、艺术和社会价值的总体现。它不是种族主义的，甚至不是反种族主义的。[3](P60)如果对“黑人性”进行理论上的分析，它是一种事物的认知模式，与柏格森在《创造的进化》中提出的思想相近。柏格森认为进化是创造性的而不是机械性的，人的生命是意识的绵延或意识的流动，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为因果关系的小单位。黑人民族发展至今天，他的存在就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不应该以因果关系造成的力量强弱作价值判断。另外从生机论哲学的角度看，事物的任何部分都能再现相同的整体，黑人民族具有其他民族所拥有的一切特征，文化、历史、语言、风俗的叠加构建了黑人民族的存在，他具有自我决定的能力，即生命力，或称灵魂。再从情感的感知方式来看，人类的情感，包括身与心的全部存在，都被世界的不确定性所控制。人类的理性不是与本性相对立的东西，而是一种帮助我们认识某种宇宙客观性的手段，但是由此建立起来的各种经验形式却折射出人类各团体不同的文化准则。黑人民族的兴趣在于对世界本质存在的思考，而西方世界可能为那些“表面”之事烦恼，因为高科技也可能给大地带来“一片荒芜”。如果要寻找人类不同文化认知模式的共性，它存在于神话之中，那就是生命的本能与冲动。反观“黑人性”思想，它具有这种神话特质，而神话特质是各种关系存在的一个基本要素，黑人正是凭借着这一点与其它民族保持联系的。因此，“黑人性”是生命本能与冲动在黑人文化中的一种阐释，或者说是用黑人文化来表达生命的本源，它是整个黑人世界存在的价值总和，实际上也是人类每个个体存在的价值总和。
二、诗歌内容
塞泽尔的创作立足于他的民族和黑人性思想，一切文学作品都旨在倡导黑人之美，黑色之美，黑色是他全部文学活动的“地标”。塞泽尔一生创作颇丰，作品包括诗歌、戏剧和论文，共计14部。诗歌作品主要有：长篇散文诗《还乡》（1939年），诗集《神奇的武器》（1946年），《砍断的太阳颈》（1948年），《丢失的尸体》（1950年），《带镣铐》（1960 年）等。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塞泽尔又开始了戏剧创作，他可能认为戏剧的受众更广，即使是文盲也能通过看戏而获得启迪。《那狗也沉默了》（1958年）是一出悲剧，剧情冲突强烈，以不可搬上舞台而著称。剧情围绕着反抗的主题，表现了殖民地人民在去殖民化的斗争中悲惨经历。剧中，一个奴隶杀死了他的主人，然后又成为背叛的牺牲品。《刚果的一季》（1966年）的剧情讲述了刚果独立之父帕特里斯·卢蒙巴的悲剧。《一场风暴》(1969年)的灵感来自莎士比亚，表现了种族身份的类别和殖民异化的模式。其中创作于1963年的《克里斯朵夫国王的悲剧》影响最大，该剧在欧洲各国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后成为法兰西喜剧院的经典剧目。其剧情取材于海地的独立，反映在去殖民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另外，塞泽尔还写了大量政治方面的论述文章。
然而不管进行什么形式的文学创作，塞泽尔从来没有停止过诗歌的创作。有些作品发表在杂志上，有些被编入诗集，最后都汇入于1976年在马提尼克出版的《塞泽尔作品全集》中。1982年诗集再版时更换为一个令人费解的名字 ：《我-海带》。其实“海带” 这一意象很容易与“我”的黑人身份产生联想，相近的肤色，相似的地位，海带在水中随波飘动象征着黑人的绵延思绪：人的生命是意识的绵延。“在我的记忆中流淌着多少血呀！我记忆里有一些环礁湖，那上面飘浮的不是睡莲，而是人头” [4](P49)。

他的诗歌就是记录黑人绵延意识的工具，而人们意识中有关安的列斯群岛的一系列记忆令人绝望：

在生长着柔弱小河湾的清晨过后，饥饿了的安的列斯群岛，长满了梅毒小斑点的安的列斯群岛，被酒精炸毁了的安的列斯群岛，搁浅在这个海湾的烂泥里，令人痛心地搁浅在这座城市的尘埃中。[4](P42)
这一系列的“安的列斯群岛”个个让人触目惊心，柔弱、饥饿、病态、搁浅、烂泥、尘埃，这些意象具有极大的张力，面对这种如同死亡一般的静态，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时候了。于是，从这横亘久远的意识中猛然响起了一个追问自我身份的声音：“我是谁” [4](P48)？有传记作家认为，在1944年之前，塞泽尔的这种追问的声音还是结结巴巴的。但是自从他在海地看到黑人第一次真正站起来了以后，这种声音在他身体的内部痛苦地慢慢滋生，然后逐渐增强。以下这首题为《在我之间·词语》的诗发出的正是这种声音：

从我自己

到我自己

不属于任何星座

在我手里抓住的仅仅是

那个绝无仅有的谵妄痉挛声

词语在颤动[2](P68)
这几句诗使我们想起萨特的自传《词语》，作家通过命名使词语获得永久生命，萨特通过《词语》为自己定位，塞泽尔通过“黑人性”向自己追问“我是谁”这个代表生命本质的哲学问题。“我是白人还是黑人”这个问题对于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来说可能十分困惑，可塞泽尔的选择很简单：成为自己民族的“背叛者”，一个“背叛的忠实者”，即肯定自己是黑人，与那些生活在拥挤而肮脏的茅屋里的人是同胞兄弟，接受社会给他们的冠名：“饥饿的人、受污辱的人[...] 一个犹太人、一个该杀的人、一只小狗、一个叫化子” [3](P20)。同时在此基础上“背叛”，否认自己生来就是卑贱的，不为自己的出生而感到羞耻，从消极被动的状态中振作起来，不再奴颜婢膝，找回做人的尊严，并在法律上夺回黑人的生存权利。他在《丢失的身份》中写道：“我奋起发出一声呐喊/那喊声污染整个苍穹/以我被折断的树枝/以我受伤但依然威严的身躯发出的蛮横/我令众岛屿知道自己的价值。” [2](P177)
塞泽尔的诗歌也是一种斗争的武器，正如他将自己的诗集冠名为《神奇的武器》。他的诗歌丝毫没有闲逸、柔媚的色调，字里行间却充满着火药味。当你打开书，读第一行就能感受到这种火药味扑面而来，如《还乡》以一种措辞严厉的谩骂作为开篇第一句：“滚开，我对他吼道，你这混蛋治安警，你这混蛋巡逻警。滚开，我讨厌秩序的奴才和冒失的希望。” [4](P41)他的诗直接向殖民制度宣战，甚至向世界上现有的社会秩序提出质疑。

的确应该动手了。

动手干什么？

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动手干的事是：

结束这个见鬼的世界。[4](P55)
诗歌所传达的信息明确而实在，旧的黑人价值的身份认定标准正在逐渐僵化，而革命只有在与现有的旧秩序彻底决裂才有可能。实际上，塞泽尔的诗歌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一成不变，从《神奇的武器》、《地籍》到《带镣铐》，所有作品的主题都主张进行一场革命，每一首诗都要求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但诗人以大量笔墨强调的革命方式不是武装夺取政权，而是通过诗歌确认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而且坚信这场革命必定成功。诗歌中的意象或意象群主要围绕着以下几个元素：宇宙的大动荡、植物的旺盛生命力、相对好斗的斗兽者、太阳的最后胜利，等等。几乎每一首诗都是先有一场灾难，然后经过艰苦的斗争战胜了灾难，最后赢得胜利。

因此，在塞泽尔的诗歌中有苦而没有悲，诗人通过一个个奇异的意象表明新生活必将到来。在《还乡》中，诗歌中的“我”与读者一起踏上一条返乡之路。在这条路上有多个岔口，人们需要停顿下来，驻足思考，然后重新上路。不同的驻足点变换着人们的观察角度，由此产生的各种思想在返乡的路上反复碰撞。返乡之路可能会一波三折，但方向永不改变——“还乡”：实现本民族文化价值的回归。“黎明过后……”，虽然太阳不一定能升起来，但肯定不再是黑夜。黑人民族完全可以在社会大裂变中自救，并获得形式独特的自由，“黑鬼黑鬼黑鬼 /这狂风…/紧逼在我们永久的逃亡路之后/但却把我们逼进了一无所有的自由”。[4](P60)自由思想的觉醒如同圣经中《创世纪》的洪水，必定将西方文化带来的“太阳的成熟污渍”全部荡涤干净。在《还乡》的结尾，人与大自然相结合，梦幻的海滩十分温馨，那里有一些海鸟在觅食，理智被唤醒，梦想与现实合为一体，新生活在自由、自信、自尊的文化中诞生。
三、诗歌特点
关于塞泽尔的诗歌创作风格，他的出生，生长环境，所接受的教育，所处的时代，浓厚的民族情感和强烈的使命感，这些都为他的诗歌打上了浓郁的黑人民族的烙印。他家乡的小镇位于一座火山脚下，又濒临大西洋，因此似火山岩浆喷涌，似大海惊涛拍岸，再配以非洲达姆鼓的音乐节奏，这大概就是塞泽尔诗歌的基本特征。
塞泽尔虽为生长在马提尼克的黑人，但他是用法语写作的法国诗人，因此他与法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有一种天然的传承关系。“我是由谁养育而成的？我是由波德莱尔育而成的，由兰波养育而成的，由洛特雷阿蒙养育而成的，是由超现实主义养育而成的。”[7]他说洛特雷阿蒙是一个斗士，如鬣狗、鱼鲨、猎豹般地守望着欧洲，而这正是他自己守望黑人文化的真实写照。关于超现实主义的影响，1931年塞泽尔到达巴黎之时，正是超现实主义文化思潮的鼎盛时期，十八岁的年龄使他像海绵一样吸收它的创作方法。另外《还乡》在39年发表时并没有引起读者太多的注意，是布勒东通过诗歌在美国的出版、为之撰写序言等方式扩大了它的影响，因此人们很自然地将他划入超现实主义的阵营，而他的创作的确具有较强超现实主义的色彩。例如，他的诗歌表现的是马提尼克或加勒比海人民的生活，然而这些人又似乎被排除在他的作品之外，诗中没有他们熟悉的生活场景或情感，与当地社会文化也相距甚远。还有他的诗通篇大量使用名词结构，没有动词，那些文字经常是一些片断，像被爆发的火山炸飞后散乱在各处的碎片，句法结构松散，不连贯，甚至没有逻辑而只有一些意象和“冒着火焰的疯狂”。他的《还乡》可以任意编排、断句，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版本。但是到1961年，他将《砍断的太阳颈》，《丢失的尸体》收入诗集《地籍》时，作了重大的修改，消除了过于张显的超现实主义诗风。
纵观塞泽尔的诗歌创作，真正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波德莱尔和兰波，这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是由他们养育而成的，他的创作具有他们诗歌的特质。

波德莱尔是塞泽尔不断提及并经常模仿的诗人，在《还乡》中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波氏的影子：从“恶”中挖掘美。如果说《恶之花》表现是巴黎大都市的“恶”，那么《还乡》是写“我”家乡的“丑”。“我”在本土大陆完成学业后返回自己的家乡安的列斯岛，然而“我”惊异地发现家乡“奇怪地搁浅”了，“腐败发出恶臭”，每个细胞都灌满了“鸡奸，妓女、淫乱、伪善、背叛、谎言、虚假、贪污”的罪恶，社会面貌像一个肢体残缺又患了荨麻疹的病人，丑陋至极。安的列斯社会鬼魅般的图景令诗人感到痛苦和心酸，因此他不愿承认那是他的家乡，更不能同意其身份认同。他认为家乡只剩下了自己的一个影子，只有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虚无形象。然而，塞泽尔没有将罪恶单方面地归罪于殖民统治者，他认为家乡的丑陋形象是殖民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共同造成的，被殖民者应该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恶”：他们将自己封闭在“古老的沉默中制造温暖的脓疱”。诗人以激愤的措辞痛斥那些“不说话的受苦受难者”是麻风病患者，其肌体已经腐烂。麻木和逆来顺受，“是在炫耀可笑的患瘰疬的腹股沟淋巴结炎，是在培育奇异的菌种，是没有任何解药的毒药，是陈旧伤口的脓血，是易腐烂之物在不知不觉中发酵。”[4](P79)与以往写家乡的诗歌不同，诗人没有去写家乡的“美”而写了家乡的“丑”，而且用了“脓疱”“恶臭”“脓血”“麻风病”“腐烂”这样一些极端而令人作呕的字眼，这使人觉得“我”的家乡就是波德莱尔笔下的一俱《腐尸》：“腐败的肚子上苍蝇嗡嗡聚集/黑压压一大群蛆虫/爬出来，好像一股粘稠的液体/顺着活的皮囊流动”[8](P71)。诗人显然借用了波氏的表现手法，将丑怪恶植入诗歌从而创造新的美。他写家乡的“丑”，不是要人们因为家乡丑而抛弃它，离它而去，而是要在人们心目中家乡那个崇高的美与眼前自己家乡这个极恶的丑之间造成强烈的反差，希望人心向善向美。在这类反殖民统治、要求民族解放的诗歌创作过程中，诗人没有运用善恶二元论，而是采用符合逻辑的辩证手法，把对灾难与罪恶因果关系表述转换为对“黑人性”的表述，从而使《还乡》成为二十世纪法国诗歌的经典，而这应该归功于对波氏的借鉴。
塞泽尔的诗歌基本上都使用第一人称，用“我”来与“你”与“我们”即所有马提尼克岛上的黑人对话，这无疑是受兰波“我是另一个”诗学思想的影响。他曾说：“就住所而言，不管什么住所，如果里面没有兰波，没有波德莱尔，没有我们喜欢的作家是不能成其为住所的。”[7]他将兰波放在第一位，可见兰波在塞泽尔心中的地位。根据“我是另一个”的诗学思想，当“我”变异为“另一个”以后，一方面，通过“我”来发言的“另一个”代表那个深刻的我，“我是属于黑人一族的”，“我们”是同类，因而说理更具说服力。另一方面，塞泽尔的“我”还是存在于他身上的“非我”，即客观世界，整个现实社会，其中包括它的交流工具——语言。也就是说，他的“另一个”是指黑人民族，甚至全人类，他的历史，他的未来，他的反抗，他的神秘，他的信仰，他的文化和大家共同的期待，即兰波所说的“普遍的灵魂”、“普遍的智慧”。这个“我”一方面是作者，另一方面，是任何人，是读者。只有大家都承担起“我”的责任，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全人类也才有希望。因此，塞泽尔的“我”使他的诗歌具有文化的普遍意义，从而提升了诗歌的内涵。与兰波不同的是，塞泽尔像雨果一样，表现为一个介入诗人，“谁是舞者之师？是我！”“我”在他的诗歌中是人民的引路人。他像一个先知，时不时地指出安的列斯群岛传统生活方式的价值所在，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诗歌的表现力。
兰波的身影还表现在诗人对他作品的模仿，《还乡》的第一节：“而在那里，在一种永不懈怠的思想气息抚慰下我使风更为强劲，我释放魔鬼于是我听见一条属于斑鸠和萨王纳草原上三叶草的河流从灾难的另一端奔流而上……” [4](P41)， 这似乎是《醉舟》的翻版：“我顺着无情的河流而下/已经感觉不到纤夫的引航/……河水任我漂流四方”[9](P293)。另外，用词大胆颇具兰波风格。他不但大量使用新词、生僻的词和象声词，而且喜欢自己创造新词，“黑人性”就是一例。他还极具智慧地妙用根据希腊语、拉丁语的词根生成的法语词汇，善于运用“航海”“疾病”一些词汇的引申意义。跟兰波一样，塞泽尔还将辱骂性的粗俗语言引入诗歌，如《还乡》中的这两句：“滚开，我对他说，你这嘴脸”。有些用法让人感到别扭或不雅致，但这类很像演说词又十分口语化的诗句有很强的气场，即使你默读他的诗，你的耳边也会响起一阵痛斥、怒骂或者呐喊的声音。同时，塞泽尔继承兰波以诗歌革命改变生活的传统，将诗歌的创作过程当作战斗的过程。西方殖民者破坏了黑人的原生态文化，使他们的语言符号过早地被迫终止了。于是他在遣词造句方面，有意打乱法语的语言体系，颠覆时态，改变词意，创立自己的词汇，以一种近乎新的语言表现自己的民族文化，从而走出了一条独特的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道路。

法国十八世纪著名诗人谢尼埃（Chénier）说：“盲从的模仿者刚生即灭” [10](P73)。塞泽尔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法国的伟大诗人，还在于他能够在模仿继承前人创作技巧的基础上，加入了本民族的文化元素，那就是非洲特有的达姆鼓节奏。在《还乡》中，“清晨过后……”，“从那三伏天与祖传骇人的不温不热的清晨开始……”这两句不厌其烦地反复咏叹，就像达姆鼓在反复敲击，节奏缓急有别，鼓点轻重有致，韵味无穷，意蕴深长。还有“该我了我舞蹈我的坏黑人的舞蹈该我舞蹈了舞蹈粉碎桎梏舞蹈炸毁监牢他-美-而-俊-黑人-是-合法的” [4](P83)，这样一个没有标点符号的长句，读起来节奏急切，词一个个从嘴里接二连三的蹦出来，好似巴拉风木琴琴键上飞出的旋律。记忆、再现、暗示、直白、象征，从用词到效果的产生，节奏紧紧地抓住诗人，就好比非洲伏都教的众神赋予了舞蹈者神力，使人觉得相同的情景不断反复。“我一直都只写了一首诗，而在这首诗中，某些原始的感动不停地出现。”[7]由于“原始的感动不停地出现”，所以他诗歌今天依然感动着他的读者。

艾梅·塞泽尔毕生致力于倡导“黑人性”思想，为防止本民族文化异化、争取自身的身份认同贡献了全部心血。然而，大量生僻词和现代诗歌表现手法的运用使他的诗歌晦涩难懂，而诗人对语言的选择，几乎将目的受众排除在自己的诗歌阅读之外，因为塞泽尔对当地民众使用的主要语言克里奥尔语持怀疑态度，在他的诗歌中，除了表示植物或动物的一些名词之外，几乎看不到这种方言的痕迹。而对他诗歌创作的价值认同，不得不放在法语语境这种强势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才得以实现。程抱一指出：“语言不只是工具，它是人之所以成为人之基本要素，它是存在方式、建造方式、求索方式。”[11](P5)因此，塞泽尔的“黑人性”思想和诗歌创作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也许是“过分的”“环境或历史的压力”使之无法逾越。
主要参考文献：

[1]米兰·昆德拉.相遇[Z]. 尉迟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2] Aimé Césaire, Moi, laminaire [Z], Seuil, Paris, 1982
[3] Aïssata Soumana KINDO，Senghor, De la Négritude à la Francophone, Ethiopiques n°69[J]. Hommage à L. S. Senghor，2ème semestre 2002
[4] Aimé Césaire, 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 [Z], Paris, Présence Africaine, 2008, 
[5] Françoise VERGES, Nègre je suis, Nègre je resterai [M], Paris, Ed. Albin Michel, 2005
[6] Jean-Paul SARTRE, Orphée noire [M], dans 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Paris, PUF, 1948
[7] Aimé Césaire, Entretiens [Z] accordés au poète mauricien Édouard J. Maunick sur la radio française France Culture en janvier 1976：http://www.potomitan.info/cesaire/entretien_1976.php
[8] 郭宏安.《恶之花》[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9] Rimbaud, Œuvres complètes [Z], Editées par Pierre Brunel, la Pochothèque, Paris, 1999
[10]郑克鲁.《法国诗歌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年
[11]程抱一, 涂卫群译，《中国诗画语言研究》[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Césaire’s poetry art

LI Jian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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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égritude is the center of Césaire’s poetry creation; he wrote poems by explaining what his Négritude was to get back the cultural value of his nation. In poetry, he leant from Baudelaire, Rimbaud, trying to find beauty from "evil”, using "I" to show more powerful "another". Influenced by surrealism, his poetry is not coherent, even no logic, but in tam-tam rhythm, memory reproduction, secret images, etc. showed in the way of metaphor, symbol or straightforwardly, everything seems to be due to the original life rhyt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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